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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学化”（medicalization）是指由于医学科学在

社会政治、经济各方面的支持下形成一种巨大力

量，且不断向社会、日常生活领域进行渗透和扩

张，使那些原不属于医学范畴的问题被纳入了医

学的管辖范围，并被赋予了医学解释和解决方

案，其中也包括道德上不可接受或社会所不期望

的个体偏离行为的被动医学处置。医学化作为

“20世纪下半叶西方社会最为深远的社会转型后

果之一”［1］，在全球化背景下，随着中国经济发展

与科技进步，也逐渐引起了国内学者的关注和反

思。西方学术界关于医学化的研究成果丰硕，但

一直缺乏一种全球视野。如康拉德（Peter Conrad）
这样的重量级学者虽然提出了医学化会扩散至全

球范围，但其所秉持的还是一种以西方为中心的

研究思路，即将西方医学化研究经验等同于当代

全人类的经验。如果完全照搬套用这种西方医学

化论述来研究中国本土医学化，可能出现巨大偏

颇。鉴于此，秉承医学化是特定社会与文化背景

下的产物与建构，为应对和引导医学化在我国的

快速发展，亟须从西方医学化研究的精髓出发，立

足于中国现实，吸收其中的合理成分，从而进行医

学化的中国本土研究及思考。

一、医学化在西方的研究脉络

欧美的医疗商业化程度与医药支出水平最高，

而处方药广告规范程度却较低［2］，因此，医学化现象

最先在这些欧美国家出现和发展，西方学者也最先

注意到这一现象并将其纳入学术研究的视野，在经

过了数十年间不同阶段的建构后，积淀了较为丰硕

的研究成果。

（一）萌芽期：对医学知识扩张及专家统治的指认

在医学化研究的初始阶段，医生及医学专业的

权威是医学化的主要动力，社会学家们主要对医疗

知识扩张与专家统治进行指认，关注点集中在精神

病学领域。

1951年，塔尔科特·帕森斯（Talcott Parsons）提

出病人角色理论［3］，认为疾病是一种社会性的约定

和制度化的角色类型，病人在患病期间的社会角色

就是“病人角色”，应享有一定的权利和优先权，包

括无须履行某些社会义务和责任，且为了恢复健

康，可以主动寻求专业技术支持。在此情境下，医

生控制着病人角色门槛，担负着将病人角色合法化

的义务。这种将社会关系引入健康与疾病问题，通

过医学对病人角色存在的建构以及确认病人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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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法性的手段，开启了探讨医学社会功能的新路

径。因而，帕森斯被视为最早将医学概念化为一种

社会控制机制的学者，他奠定的理论基调使西方学

界继续深入研究医学化议题成为可能。

随着医学化研究的推进，20世纪 60年代，医学

专家“诊断”出的精神疾病成为西方学者关注的焦

点。然而，托马斯·萨兹（Thomas Szasz）指出，精神疾

病不是一种疾病，精神病学为我们贴上的标签是既

非精神的亦非疾病的，用来矫正的措施也不是治

疗，而是使不安定的人平静、顺从的努力［4］。当然，

这并不是说他否认精神疾病所指涉的行为存在或

表现出这些行为者的存在，也不否认病患所承受

的痛苦或对家人带来的困扰，他仅是以一种不同

于那些将“精神疾病”视为疾病者所使用的方式来

分类“精神疾病”［5］。在萨兹看来，“精神疾病”是用

来将经济、道德、个人、政治和社会问题加以医学化

的一种语义学策略，目的在于掩盖社会不可接受的

行为，若某人被贴上精神疾病的标签，则会被排除

在社会规范体系之外，这进一步会为社会控制的医

学化，特别是精神疾病的强制治疗和犯罪开脱提供

辩护［5］。因此，他认为医学伦理学家和医学哲学家

应该反对专家对界定精神、心理疾病的垄断，或是

反对专家否定疾病的科学观念，而以一种独立于身

体病理学之外的方式来界定疾病，将诊断作为法律

政治工具来控制无辜者或为犯罪开脱。但是，当时

的主流医学伦理学家与医学哲学家却选择了前者，

由此出现了多种对疾病定义的界定，特别是精神疾

病［5］。鉴于疾病定义范围的不断扩大以及医生对他

们作为专业人士权力的争论，1970年艾略特·弗雷

德森（Eliot Freidson）提出“专业宰制”命题，公开质

疑专业知识是否正在成为特权和权力的面具［6］。

（二）形成期：对社会控制及制造医源病的反思

20世纪 70年代，随着医学化进程的进一步推

进，除医生外，社会运动和利益团体，以及各种组织

活动或跨专业活动也成为医学化背后重要的推动

力量。在多方力量的介入下，医源性疾病的数量日

渐增多，医学社会控制随之进一步扩大，从而使医

学社会学界对医学化关注的焦点从精神病学扩大

到了整个医学领域。

欧文·左拉（Irving Zola）从宏观角度对社会医学

化作了清晰描述，他指出“医学潜力与社会需求一

拍即合的直接后果就是社会的医学化，医学化作为

一种社会进程的主要表征，已经成为继宗教和法

律之后一种主要的社会控制机制，即越来越多的

人类境遇被现代医学贴上了‘健康’或‘疾病’的标

签，人类日常生活中更多方面被医学化”，医学不

仅直接处置身体上的疾病，而且以健康之名，干预

人们的生活方式和日常行为习惯［7］。伊万·伊里奇

（Ivan Illich）也对医学肆意干预及管控日常生活进

行了批判，他认为“生活的医学化”和“社会医源病”

是“超工业化社会”的产物，指出医疗体制的工业化

和官僚化，使医疗机构通过医疗实践产生的副作用

对健康构成了重大威胁［8］。伊里奇这一激进的主张

肇始了学界之后对健康和疾病界限的批判性考察，

医学界所承诺的有效性和安全性也逐渐成为人们

讨论和质疑的指向点。

如果说左拉和伊里奇在医学化的宏观趋势判

断方面别具慧眼，那么康拉德则在医学化研究的

经验具象层面作出了巨大贡献，他以美国多动症

（ADHD）诊疗范畴从儿童到成人的扩展历程为核心

案例，夯实了医学化研究的实证经验基础。而且基

于对各类越轨行为医学化经验的总结，他发现每当

某种偏离行为成为医学社会控制监管仲裁的对象

时，就会出现一种全新的病原学解释，即在特定情

境下，即使医生无意主动涉足，有关问题仍可能被

医学化的原因在于它们都是社会、政治同盟下的产

物而非医学科技进步的成果，如酗酒问题、“冲动性

购物”及病理性赌博等偏离行为问题的医学化过程

都展现了相似的社会运作逻辑。

由此，康拉德开始重视医学权限扩张和发展的

社会基础及社会内涵，并认为考察医学化的重点不

在于被看作是疾病的某种问题，就事实而言是否为

医学问题，而在于它是被社会需要而被界定为医学

问题，医学化的关键在于定义问题，即以医学词汇

来定义，用医学术语来描述，采用医学架构来理解，

用医学手段来介入［9］。因而，他曾多次在具体问题

的层面上总结医学化的概念，起先将医学化定义为

把某种行为状态界定为医学问题或疾病问题，并授

权或许可医学界提供某种方式的治疗［10］，后又进一

步凝练为非医学问题被界定成医学意义上的疾病

问题或障碍问题，且对其加以治疗的过程，并认为

医学化的产生是概念层面、组织层面和医患互动层

面三个维度共同起作用的结果［11］。

（三）发展期：对医疗商业化与利益竞逐的回应

20世纪80年代后，伴随经济和科技的飞速发展

及各项卫生政策的出台，医疗的产业化、商业化趋

势愈加明显，医疗机构、学术界、政府及健康相关企

业间的利益竞逐也愈演愈烈，医学化成为特定的科

技与社会模式的医疗秩序化过程。这一时期，卫生

保健政策和制度发生了转变，美国政府出台了各种

促进医学化发展的政策，如在制药产业，医生固然

还是诸多药品的把关者，但药厂已成为医学化的主

要参与者。自从 1997年《食品药物现代化法案》与

后续的法令通过后，之前限制药厂的推销活动在产

品说明、赞助医学活动以及在医学杂志上刊登广告

的状况发生改变。美国食品药品管理局（FDA）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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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规修订，助长了广告投放［9］。

在新自由主义的潮流下，健康相关产业与医疗

单位、政府及学术界的复合体进一步推动了医学化

进程。学术界提升技术和创新能力，医疗专业增加

疾病的种类，药企、医疗器材商作为利益支撑，政府

则为增强经济竞争力扶持企业或提出支持健康产

业的政策，促进知识经济与新核心科技的发展，并

引导更多厂商从中获益。医疗愈倾向于集团化与

企业化，在医疗服务的集团整合化与绩效竞争趋势

下，医疗服务与市场竞争加剧，压缩专业自主执业

空间，医生也趋向成为医疗企业家，且医疗专业之

间的收入差距扩大［12］。在生物技术产业、药厂、高

科技仪器主导的影响下，医疗更受到研究、产业与

技术发展的引导。此外，市场在供需之间具有实质

的物质力量，能促使这个复合体不断运作。

随之在医学知识与医疗组织中凸显出潜伏在

日益医学化之下的三个重要力量——生物科技、消

费者与医疗保险制度下的管理式照护［9］。新兴的生

物医学知识和技术持续向人类生命和生活进军，除

越轨行为外，人体的某些自然生理过程和功能状

态，如生死、饮食、睡眠、外貌等也被医学化了。

2003年，美国加州大学旧金山分校以克拉克（Adele
E. Clarke）为核心的学术团队受到福柯生物权力理

论的启发，开辟了一条融合生物资本、技术及生物

政治经济学的整体性研究进路，即生物医学化，更

好地支撑了医学化研究的综合性特征［1］。而亚伯拉

罕（John Abraham）则针对在社会文化方面医药消费

的独有特征提出了药物化的概念，即身体、心理、行

为或社会的状况被医生、患者用药物治疗或认为需

要药物干预的过程［13］。随着遗传学的深入研究，生

物科技推动基因检测会创造一个“有可能发病”的

新医学化状态，从而模糊了健康、治疗与增强之间

及遗传与环境之间的界限，将医学监控与医学凝视

超越对个人健康或身体的医疗行为，扩张至国家、

非政府组织和健康相关产业。

此外，在变动的美国医疗体系里，医疗保险公

司已经主导美国的健康照护，就某种程度上而言，

管理式照护将医疗商业化是诱因也是约制，此时的

选择权则掌握在患者（消费者）手中，由消费者选择

保险方案，在医疗市场里购买医疗服务。尤其近年

来在消费主义文化和健康主义的影响下，无论是出

于医疗权威下的被迫还是健康观念转变下的自愿，

抑或是为了减轻某种“病耻感”（stigma），大众最终

接受并推动了原本不被医疗专业介入的个人或社

会问题演变成了医学问题，理所当然地认为这是该

由医学专业介入的人类境况，医学化也从医学单向

度的扩张转变为在多元行动者的互动下医学与消

费者的双向建构，从客观实在的社会现象上升为人

们思考和行动的范式，进而演变成了一种带有默契

的集体行动。

二、从西方研究到中国经验：医学化研究的局限

自医学化现象被纳入学术研究，经历了从对医

学知识扩张及专家统治的指认，到对医学化成为社

会控制机制及制造医源病的反思，再到对医疗商业

化与利益竞逐的回应三个阶段，西方学界已基本形

成了能解释本地医疗、政治和社会体制架构的较为成

熟的医学化研究成果。无论是宏观层面的概念界定

还是微观层面的经验案例，西方医学化研究都取得了

较大进展，已能基本把握西方医学化的特征。

医学化研究的首要议题是关于医学权力的扩

张。医学专业最早被指认为医学化的推动者和受

益者，认为医学扩大了疾病类属，使道德、社会价值

甚至生活或生命形态的差异，都被化约为客观病理

事实［9］。医学知识扩张了对疾病或不健康的定义，

包括致病风险转化为疾病、社交问题、个性问题，

以及原本无关疾病的美容整形与为健康增值的养

生产品和预防性药品等，并将充满争议与诸多不

确定性的生理、心理、精神乃至生活形态，甚至是

潜在基因相关问题或状态，如衰老、脱发、社交恐

惧及道德问题等，均试图化约为客观中立的疾病

与健康议题［6］。医学的治疗范围由疾病扩展到生

活形态，除了成为个人生命生活健康认同的基础，

也成为行动者面对社会认同、解决特殊困难的策

略和手段［14］。如特殊人群为去除污名，患者团体

与消费者团体协同推动对疾病的认定，尤其近年

来医疗美容整形的兴起，人们愈倾向于采用医疗

手段来满足个人形象认同，并以此为借口逃避生

活中所遇到的困境。

这不但在认识论与文化意义上使社会大众臣

服于医学的治理，更因为医疗与政治、法律、经济等

制度的联系，助长了医学权力扩张。一方面，医学

化将原本非医疗问题归属为医疗问题，增强了医学

的专业权威和话语权，使医学逐步演变为管理社会

存在的体制，或借医学科技的发展，医疗体制和药

商、媒体的复合体系，以健康和公共卫生的名义牟

取利益［8］。另一方面，医学化将社会问题冠之以疾

病之名，只从个体生理层面入手，试图以医疗意识

形态消弭对潜在社会问题的批判，并不能从根本上

解决社会问题。

不仅如此，在医疗逐渐趋向集团化和企业化的

过程中，国家也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在萨兹

的治疗型国家理论［5］中，犀利地指出二战后美国的

社会控制系统逐渐依赖某种政治化医疗的原则，医

学与国家在医疗服务即公共卫生方面进行政治和

利益结盟，通过疾病及医学专家来合法化和界定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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病及治疗的权威，模糊疾病与非疾病之间的界限以

及国家以群体健康之名对个体自由可能产生的威

胁。这些都揭示了美国作为治疗型国家与医疗产

业复合体间错综复杂的关系，以及“健康”作为资本

积累场域的发展趋势，使医学逐渐脱嵌于社会控制

的范围。

但值得注意的是，知识生产牵涉特定时空的因

缘际会，是在特定的文化、社会价值观、政治经济制

度和由此造成的立场和环境中产生的，并非抽象或

普遍存在，而是存在于由各种异质性因素所构成的

体制脉络中，与真实世界相嵌合［15］，既产生于“地

方”又不限于“地方”，具有杂合性和异质性的动态

互动过程与跨国过程中的流通和交流。数百年来

西方国家在武力、政治、经济与文化扩张过程中，使

实证科学知识以其普遍性认识论与技术能力，潜藏

自身知识脉络的单一建构、线性扩散与同质化世界

的问题，从而抹杀了其他知识的正当性，创造了全

球性的同质、普遍知识空间，无视东西方之间的科

学交流。与此相符合的是，医学化产生于以科学世

界观占主导地位，崇尚智性文化的现代西方工业社

会，在医学化研究中，康拉德、左拉、弗雷德森等研

究者均立足于西欧北美，尤其是美国社会的案例经

验，却将本地的医学化经验等同于当代全人类的经

验，完全没有讨论本地与国际的互动，使西方医学

化存在着全称性和普遍性的研究局限。然而，对于

21世纪的全球社会而言，随着时间的推移，医学化

早已渗入非西方工业化社会，中国与其他国家一样

对医学化并无先天免疫功能，但由于中国与西方社

会的经济发展程度、文化环境和制度背景的不同，

医学化的程度不同，西方的医学化论述并不完全符

合与适应中国的实际情况［16］。

与西方发达国家医学化研究论述的情境不同，

目前中国仍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农村简单现代

化和城市高度现代化的社会形态并存，相对于西方

的高度医学化，中国社会的医学化处于初、中度兼

具的混合状态。尽管当前在一定时间、范围和程度

上难以消解医学向社会生活领域的持续侵袭，但社

会主义社会在本质上是对医学化中医学权力宰制、

医学产业化、健康商品化等医学异化现象的消解。

而且，基于中国坚持以公有制经济为主体，多种所

有制经济共同发展，市场在国家的宏观调控下对资

源配置起基础性作用，因而医学化实践过程中的医

生、药商除了谋求物质财富外，也有为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建设作贡献的一面，并不完全由市场体制和

资本逻辑所主导，如某植发医疗机构在将脱发进行

医疗干预的同时，也为贫困地区头部瘢痕伤者提供

免费治疗。此外，中国文化以“和”为贵，崇尚和谐，

蕴含着天人合一的宇宙观、协和万邦的国际观、和

而不同的社会观、人心和善的道德观［17］，这也就意

味着虽然对现代社会文明而言，科学技术理性是其

生成和发展的内在动力，但不同于西方在科学技术

上的无限追求，对“物”的用力，中国社会发展的制

度和文化前提使医学在权力扩张的过程中也注意

与社会关系的协调。

另外，在医学化的态度和应对方面，西方医学

化的评论者一向只关注医学化将日常生活的多面

向转为病态，而窄化了原先被认为可接受的范围，

忽略了医学化的观点对医疗保健事业中以患者为

中心模式的推动和对社会问题的反映，多数医学化

研究者常从批判的立场入手，聚焦于将医学化作为

一种支配力量，在过去半个世纪以来，大大扩展其

凝视和控制范围，强调过度医学化的问题或其后

果。鉴于医学化发展现状，康拉德提出，无论医学

化背后的动力引擎是医生职业团体、大型制药公

司、保险公司、生物技术产业还是消费者组织，如何

唤醒公众和社会有意识地遏制医学化肆意蔓延的

势头是当务之急。中国学者受西方医学化批判论

调影响，尽管一些学者对医学化也持批判性的态

度，却具有辩证性色彩，他们进行批判的并非医学

化本身，而是其应用过程。随着现代医学的飞速发

展和扩张，将医学渗透到社会乃至生活情境，用以

预防疾病、维护健康是有益的，但若用医学对人类

身体和生活过度控制，以“发明”疾病谋取利益就背

离了医学维护和促进人类健康的宗旨，由此所引发

的健康恐慌则更有悖于医学的人道主义初衷。但

不论是医学化这一趋势的促成因素，还是医学化过

程中多元行动者的应对，批判者都忽略了一个重要

因素，那就是人的需求，医学化的产生及发展并不

是单纯的医学权威下的被迫消费和资本运行下的

市场推动，而是在一定社会条件下人的需求的推

动，但不可避免的是人们错误的健康认知观念。对

此，国内有学者提出“整体健康观”，即整合健康概

念，将医学社会化转化为健康社会化，社会医学化

转化为社会健康化［18］，并以此为基础，在中国特色

的“举国体制”下推行“大卫生”“大健康”理念，实现

“健康中国”的美好愿景。

三、中国本土医学化图景

医学化作为特定政治经济背景下的产物，西方

已形成了较成熟的医学化研究成果，但仍然存在着

明显的局限，特别是其西方中心主义的研究模式，

忽略了其他国家的经验。中国尚处于医学化建构

的初期，但业已具有医学化研究的本土特征。此

外，由于中国历史悠久，有着博大精深的中医学文

化和“以人民为中心”的制度原则，西方医学化扩张

至中国的过程中，受本土文化抑制和价值的引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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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医学化研究的本土特征

随着我国经济发展和科技进步，人民生活水

平不断提高，公众对健康服务的需求也与日俱增，以

致人民社会生活的诸多领域都显现出了社会医学化

现象，国内对社会医学化的研究也逐步从概念性的

解读和辨析延伸至对社会控制和身体政治分析等

深层次的学理性讨论，主要集中在以下四方面。

1. 某种生命过程及现象的医学化

如生物医学在介入孕产行为的文化权威过程

中，将优生优育与“国民性”话语结合在一起，从医

疗阐释角度出发建立孕产行为与国家建设的新型

关系，孕产经验被专业人士用新的医学知识或医学

模型进行解释，孕妇被界定为需要生物医学干预的

对象，当育龄女性逐渐接受关于孕产的全新知识及医

疗体系时，孕产行为的医学化便应运而生，而与孕产

行为相关的如“接生婆”“吉祥姥姥”等民间知识体系

则被彻底边缘化，孕产行为从最初的自然生理过程发

展到由国家干预、科学主义和市场驱动等多种社会力

量共同交互作用下的医学过程。除孕产医学化，还

有诸如绝经、经前期综合征等身体经验的医学化，

以及反思是否应该完全由医学来决定人何时死亡、

以何种形式死亡甚至是否死亡的死亡医学化。

2. 特定人群的生活状态中对医学与健康追求

的变化与体现

从社会变迁的视角分析我国特定人群的生活

状态中对医学与健康追求的变化与体现。如邹涛

等［19］认为利用医学手段优化老年生活，是提高老年

生活质量的必要选择，可以使老年生活获得医学专

业性、系统性的指导和管理；刘仲翔［20］认为在生活

环境和政策环境医学化的影响下，对健康的追求作

为一种意识形态亦开始逐步成为农民的思想观念。

3. 从医学社会学视角对某些精神健康问题的

社会病理学分析

如程瑜等［21］在跨文化视角下通过对亲人离世

者悲伤情绪的社会意涵分析，并结合中国国情，在

社会文化内涵中探索疾病和苦痛的解决之道。田

旭升等［22］探讨了我国传统社会规范、医学观念及社

会心理支持与家庭关怀对抑郁症患者心理的影

响。张蕾［23］关注城市弱势群体的精神健康，认为城

市弱势群体一旦遇到突发事件，引发精神疾病的概

率将大大增加，进而会影响他们的生活质量。林光

祺等［24］从角色偏离角度对“精英症”进行了分析，认

为其实质是精英人群对超负荷社会压力消极回应

的结果，并提出了矫正的社会控制手段。

4. 越轨行为的医学化研究与实践，以“网络成

瘾”为代表

网瘾的医学化实践是互联网行业飞速发展和

电子产品广泛普及的产物，网民中尤其青少年更

易沉溺于网络世界，这成为无数家庭的困扰。对

于网络成瘾，陶然等［25］认为，网络成瘾是个体反复

过度使用网络导致的一种精神行为障碍。寻知元

等［26］则认为将网络成瘾归为精神疾病的科学依据

不足，容易引起误解和误导，可称其为“网络不健康

使用”。韩俊红［27］认为尽管网瘾医学化的专业合法

性远未达成共识，但就社会层面而言，它已经成为

一种外在于个体和社会的涂尔干意义上的社会事

实，并反过来作用于个体和社会的社会建构产物。

这是因为网瘾医学化的背后隐藏着施加在青少年

身上的双重社会控制，一方面，受国内“家长制”家

庭模式的影响，在网瘾医学化的建构过程中，网瘾

青少年的家长发挥着主动作用，而青少年不过是这

一过程的被动接受者。一些家长以自身既有的认

知和想法形成一种事实确认，把网络使用的弊端持

续放大，将上网和学习成绩下降、熬夜、人际交往障

碍等联系在一起，认为青少年就该被管制，并以家

长的权力垄断和争夺着规则制定权。另一方面，社

会媒体起着催化剂的作用，当家庭层面的控制失败

后，家长们就会寻找另一种权威系统即医学对其进

行干预。时至今日，对于网络成瘾的理论研究和医

学干预虽仍存争议，但中国在网瘾医学化干预的力

度和规模方面俨然居于首位。当然，这并不代表其

他国家不存在网络成瘾的医学化问题。

通过总结国内医学化研究现状可以得知，中国

的医学化除了有市场资本逻辑推动外，更呈现出自

上而下和自下而上的双向互动过程，即国家和民族

层面对国民健康身份的构建，和在现代观念意识下

个人在自主性增强下的行动。而且也从一些方面

凸显出了人本意识，由于我国人口众多，部分地区

已提前迈入老龄化社会，医疗保健服务在日常生活

中占据着日益重要的位置，从医学干预和健康管理

方面进行积极老龄化对老人生活有一定的改善和

照拂，同时，现代社会压力加大，对上有老下有小的

中青年人来说，身体的健康成为个人的责任和生活

的本钱。除此之外，还有人民的忧患意识和对风险

的关注及预防。总的来说，中国医学化的进程从侧

面反映着中国社会转型及变迁的特征和趋势。

（二）中国本土制度与文化的调适

在医学化讨论中，往往预设的是现代生物医学

扩张的医学化，因此，生物医学预设的实证身体观

和本体论观点，逐渐成为理所当然的事实。然而，

在对医学化进行中国本土研究时，本地历史悠久的

中医药传统与社会生活紧密结合，也混杂在本地生

物医学大幅扩张的过程中，形成不同于以生物医学

为单一主流的社会医学化样貌，即中医背景下的医

学化与现代医学背景下的医学化相交织。由于现

代生物医学无法理解中医这种“另类”医学，难以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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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天人合一”及对应四时五味的藏象学说等中医

药学理论冠之以科学之名，这在一定程度上也阻碍

了中医药的发展，促使其不得不走向了现代化的道

路。在今天，现代医学和传统医学之间存在着部分

的交流和转译，但在转译过程中，中医药发展面临

的最大瓶颈是知识碎片化和思维西化，中医医学化

实质上是中医西化的表征，其在治疗和养生层面将

中医“治未病”“养生固本”的治疗和养生理念片面

理解，造成各种药膏贴、药膳、药丸等中医产品消费

量持续上涨。

但中医药植根于中华传统文化的土壤，其蕴含的

哲学智慧、价值观念、思维范式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一脉相承，在中医药“传统”与“现代”的对话中，应以

传统中医药文化作为中医学传承的载体。近年来，文

化自信带动了“传统”的复兴和回归，人们开始更多地

从文化角度挖掘中医药的价值内涵，发现它的文化价

值远远大于医疗价值，尤其是其所展现的“天人合一”

整体医疗观、“辨证论治”治疗理念和“德”医疗人文精

神，对医学化进程具有一定程度的抑制作用，因而在

面对医学化时应选择中医药文化精髓部分去应对，而

不是被动地被规训。此外，我国“以人民为中心”的制

度原则也对医学化进行着调适。

1. 传统中医学文化具备抑制医学化的内在属性

中医学本征是以本体论预设的气化身体观和

阴阳五行的认识论为根基的关系哲学，而医学化总

是与原子论和实体主义为基础的现代医学联系在

一起，将医学实践置于现代医学的科技理性模式和

规范中。受西医机械论思维和还原论方法的影响，

医学化在实践逻辑上具有简化和还原的二元论色

彩，一方面将个体疾病简单归因于生理病理因素，

运用医疗技术进行诊断和治疗，向人体细胞乃至基

因领域迈进，而忽视疾病产生的社会及文化原因；

另一方面则将复杂的社会问题还原为自然现象，简

化成人体生理、心理问题，只针对个体层面的身心

机能障碍展开直接干预，复杂社会问题的结构性成

因则被悬置，似乎只要治好了人体疾病，社会问题

也会随之消解。然而，中医文化以古代哲学为基

础，超越了自然与社会的二元对立，在人与自然、人

与社会、人与自身三重维度的统一关系中，构建了

人与自然、形体与精神意识和谐统一的天人互动模

式，体现了自然、生命、社会之道的内在统一。“天人

合一”作为人与自然和谐的哲学和生命整体性思

维，认为人乃天地之物，人体的生理及病理变化无

不受到四时气候、地理环境等自然因素的影响，强

调人与自然的和谐、统一、融合，而非将人与自然对

立，一味地征服、控制、驾驭自然。

因而，与医学化将疾病定义客观化以治疗更多

的“人的病”不同，中医是以“病的人”为主，从天人

相应和人的情志出发，以分辨阴阳、辨证论治作为

中医诊治疾病的总纲，注重从人与自然、人与社会

的关系中去认识和把握健康与疾病，依循阴阳变化

之道对人体的调理和辨证论治使有机整体恢复“阴

阳和合”“阴平阳秘”，从而从根本上恢复健康。所

谓辨证，是指不仅要系统地辨别机体的症状和体

征，更要把握疾病的属性及特征，针对发病的起因、

时间、地区、机体反应及疾病发展的不同阶段而采

取不同的治疗方式，将整体观念与个体差异贯穿诊

病治疗全过程。

无论是诊断抑或治疗，作为医疗主体的医生都

扮演着极其重要的角色。中医学以人为本，“人”

“仁”思想是中国传统医德的核心内容，认为人的生

命是世间最宝贵的，救死扶伤是医者的本分，医者

不仅要有精湛的医术，也要有对生命的仁爱守护之

德，医以德为本，医德是行医的根本。如孙思邈所

言，“凡大医治病，必当安神定志，无欲无求，先发大

慈恻隐之心，誓愿普救含灵之苦……”诚然，现代医

学也具有相应的医德标准与规范，但由于现代医学

的理性逻辑思维、实证实验研究方法和原子主义理

论框架，现代医学在发展过程中一方面必然会将人

体细化成孤立的器官、组织等物质实体，另一方面

也更容易受科技发展的影响，走向以工具理性为主

导，技术为主体的治疗与研究趋势，使医学目的与

手段发生转换，从而忽视医学的人文价值理性。因

此，面对当今医学在技术主义、医疗商业化过程中

个别医生医德的迷失，或可将中医学的医疗文化、

医德规范厚植于心，以此双重约束来应对。

2. 国家制度原则具备引导医学化的价值导向

“人民性”是我国国家制度和政策最鲜明的底

色和一以贯之的价值追求，是我国现代化的方向。

中国共产党始终以为人民服务为宗旨，坚持群众路

线，形成了一套“发展为了人民，依靠人民，成果由

人民共享”的制度和政策体系。这种“以人民为中

心”的国家制度原则，坚持了人民性的本质要求，从

根本上否定着所谓权势集团和利益团体特别权益

的合法性，强调了国家的“公共性”，这对我国现实

医学化进行着调适，也有助于引导我国医学化的未

来发展方向，协调医学与社会的关系。

在与人民健康密切相关的医疗卫生事业中，我

国政府发挥着积极作用。虽然医药市场以及背后

广大的投资机构，是医学化扩张的主要推手，但不

同于西方的自由主义市场经济，我国在利用市场机

制配置医疗资源提高效率的同时，也注重政府的宏

观调控。在医疗体制层面，我国坚持以公有制医院

为主体，多种所有制机构并存发展，以维护广大人

民群众的健康需求作为医疗卫生事业的出发点和

落脚点。在这种制度优势下，我国能尽量合理规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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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疗市场化和私有化的限度，协调医学与社会关系

健康向善发展，使医学服务于民，造福于民，以实现

健康中国的战略目标，也希冀为全人类的健康贡献

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在医疗保障层面，建立一个

符合中国国情、与全民医疗需求相适应、把医疗服

务与经费管理相结合的多层次医疗保障体系是政

府的责任与功能定位。在医疗改革层面，鉴于市场

化方向的必要改革使整体的医疗服务质量仍然不

能满足人们需要，甚至出现了将医疗服务等同于商

品，使其使用价值和价值背离的现象，故而我国医

疗改革的根本方向和根本标准，是改革医疗服务生

产方式，尽可能地实现“去商品化”，并激励医务人

员以维护人民健康为目标。

（三）中国本土医学化的建构

尽管我国目前并没有达到高度社会医学化程

度，但确实已显现出医学化发展的态势。无论是将

医学化作为社会控制手段抑或社会发展的趋势，对

其进行中国本土研究都有助于理解和认识我国正

在经历的全面深入的社会变迁。此外，由于医疗保

健服务在人们日常生活中占据越来越重要的位置，

庞大的社会需求很有可能成为医学化的强大推

手。因此，基于西方医学化理论建构的中国本土研

究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把握国内社会医学化的进程，

做到未雨绸缪。

医学化由西方传入中国至今，作为舶来品的医

学化在中国的本土化进程中不断取得了新的理解

和新的境界，已展示出中国医学化研究与演进机制

的独特性，并对西方医学化研究不断进行着调适和

修正。首先，增加了医学化的本土经验理解，而且

在医学化呈现医疗专业发明知识、扩张疾病类属，

与社会资本磨合中创造疾病的批判论调上，增加了

医学专业本身的发展与人们日益增长的健康需求

之间的关系内容。其次，辩证地看待医学化。除认

识到医学化的弊端外，亦正视其带来的正面效应，

如发现之前未发现的疾病、对特殊人群的关注、满

足人们提升生活水平的需要等。最后，重视医疗专

业、社会文化、政府体制的关联。受政府政策制度

和社会文化的影响，医学化可能呈现出适用于本土

民众与医疗现实的知识架构和实践处境，避免了对

西方医学化研究经验的不自觉套用。

但需要注意的是，尽管国内的医学化研究取得

了一定进展，但它的发展趋势尚需引导。知识面应

当更为充分地研究国外经验，结合本地因素，避免

片面引用；政策面应尽量控制医疗私有化和商业

化；组织面应完善医疗体制，防止过度医学化的发

生。此外，也有学者认为由于目前医疗商业化、产

业化，加上医疗保险的介入，医疗高度科技化、网络

化，民众自主医疗权益意识提升，医患冲突、医疗诉

讼增加等，使医疗专业在实际决策、专业自主性，甚

至社会影响力上都受到影响，从而出现社会及生活

的“去医学化”趋势。

医学化不单纯是医学知识、科技或专业的地方

性扩张，在全球化背景下，我们更应该以国际性、整

体性的视野去审视医学化，关注医学化在不同国

家、不同地域之间的流动和研究，强调追溯特定政

治经济背景及社会体制层面的意义，以此来进行社

会医学化“西方/中国”“普遍/在地”的对话和理解，

厘清西方医学化与中国医学化研究的关联和区别，

并以此为基础积极参与全球对话，发出本土声音。

同时，伴随着中国式现代化进程的推进，具有中国

特色的中西医融合医学之路也在加速发展，习近平

总书记在全国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强调，

“要立足中国实际，以时代为观照，解决中国问题，

洋为中用、古为今用，着力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

科学，在指导思想和话语体系等方面充分体现中国

特色、中国风格与中国气派”［28］。如果说“全球本土

化”铺设了中国医学化研究的来路，“在地全球化”

则重构着中国医学化研究的去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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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context of Western medicalization
——On the research landscape of local medical research in China

ZHAO Tingting1，HAO Xinhong2

1. School of Marxism，2. School of History，Xinjiang University，Urumqi 830046，China
Abstract：Since the introduction of the concept of medicalization，its academic research process has gone

through three stages: from the identification of the expansion of medical knowledge and professional domination
to the reflection on medicalization as a social control mechanism leading to the creation of iatrogenic diseases，
to the response to health care commercialization and interest competition. The research context of Western
medicalization has been built，but there are still apparent deficiencies，especially the Western⁃centric research
model and one⁃sided critical attitude. In addition，with the development of globalization，medicalization is not
only a“local”product within the Western medical and social systems framework but also inevitably interacts
with other countries. Under the influence and adaptation of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culture and“people⁃
centered”institutional principles，medicalization as an imported product has been given a new theoretical and
practical understand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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